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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1條）

視文章在各經書中有其獨自意義內容的觀點，與在前一節所見，對現象之多樣性的

熱切關心有關。這樣的解經方法是徹底讀解吸收，如果從這方面來說的話，很容易

受解釋者的立場或經書觀所左右。因此儘管主張不要參入自我，但最終還是不得不

做出主觀的解釋。但是這個方法，並未立即喪失其做為解釋法的妥當性。使用這個

方法，不採用附會哲理的解釋，查明了本為占筮書的《易經》研究；不採用主張道

德教訓的《詩序》，而就《詩》之本文解釋的《詩經》研究等，得到很多成果是眾

所周知的。

如此理解經文雖是理所當然，但他發現上古典籍的經書中，有很多地方是無法

理解的。朱子經常說經書的難解，他說：「然六經亦皆難看。」（《語類》，卷 78，

第 17條）特別是《書經》「便是有費力處，其間用字亦有不可曉處」（《語類》，卷

78，第 7條）等為難解而困擾著，又說：「古書多至後面便不分曉，《語》、《孟》亦

然。」（《語類》，卷 19，第 7條）

附會引申解釋這些經書並不是不可能。被稱為經學的中國經書解釋學，作為聖

典的經書被視為是完全無謬地記載堯、舜、三代的制度文物、聖賢之道的書籍，在

透過附會引申試圖理解之處，有其基本的特徵。但是朱子站在合理主義的立場，否

定了那樣的解釋。

經書有不可解處，只得闕。若一向去解，便有不通而謬處。（《語類》，卷

11，第 121條）

《尚書》中〈盤庚〉、〈五誥〉之類，實是難曉。若要添減字硬說將去，儘得。

然只是穿鑿，終恐無益耳。（《語類》，卷 78，第 13條）

他認為，如果貫徹自己的合理精神，則儒學所依據的六經世界，將有因而崩潰的恐

懼，所以朱子有著冷靜透徹的眼光。

《春秋》，某煞有不可曉處，不知是聖人真箇說底話否。（《語類》，卷 83，第

131條）

《書》中可疑諸篇，若一齊不信，恐倒了六經。（《語類》，卷 79，第 118條）

如後所述，只要是先儒的註釋就想要繼承的朱子，在以龐大的註釋壁壘所堅守的六

經（《五經》）的世界裏，要貫通合理精神，統一掌握，他感到極為困難。還有，如

果身為儒者不想要讓六經的世界崩潰是理所當然的話，那麼，要把六經註釋體系化

就不容易了。在代替六經而把《四書》置於自己的經書學核心的背後，無疑地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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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的合理精神。

朱子認為聖人有異於常人的超人人格是理想的人類。被視為是孔子敘述自己生

涯的《論語‧學而篇》〈吾十有五〉，「大概聖人元是箇聖人了，……。它底志學，

異乎眾人之志學；它底立，異乎眾人底立；它底不惑，異乎眾人之不惑」（《語類》，

卷 23，第 110條）的地方也出現了朱子的聖人觀。但是一旦成了經解，可不一定

就會把這種聖人觀推到前面來。

《論語‧雍也篇》中有一章說，孔子要去會見因淫行而出名的南子時，看到弟

子子路不高興，孔子發誓說：「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在《集注》解釋為：

國主夫人南子請見，所以「不得已而見之」，對孔子而言，會見是禮，儘管夫人有

不義，但這與孔子無關。然而因為這種事已超乎子路所能理解，所以重言以誓之，

讓子路能深思。但是在《語類》則如下所言：

夫子似乎發呪模樣。夫子大故激得來躁，然夫子卻不當如此。古書如此等曉

不得處甚多。古注亦云：「可疑。」……大抵後來人講經，只為要道聖人必

不如此，須要委曲遷就，做一箇出路，卻不必如此。（《語類》，卷 33，第 42

條）

所謂的「夫子卻不當如此」，是指孔子應該要像陽貨求見時，巧妙地避開直接面對

的逸聞那樣來避開南子才是呢？或是指對天發誓「發呪」一語（發呪是根據孔安國

所解釋的呪誓而來）的激昂情況與不為已甚的聖人不符合呢？雖然很難理解，但是

不管如何，朱子不是以聖人的神聖性、無謬性為前提，而無理地解經；而是在另一

方面持有保留疑惑的合理的態度，這是眾所周知的。而對被列為比孔子低一層的其

他各聖人或孟子，更可見其批判性的相對化評價。當然想要像奴僕般地順應經書、

把聖人超人化的朱子並未完全脫離經書的束縛，但就各個的解經來看的話，則不可

看漏了其到處可見貫徹冷靜透徹的合理眼光。關於可以援用自然科學知識的、作為

比較自然論的純度高的記述，經文的適當與否更客觀地可知，所以也有「畢竟古人

推究事物，似亦不甚仔細」（《語類》，卷 2，第 7條）的批判。

雖然如此地展開合理主義的、個別的實證經書研究，卻又從祖述主義的立場集

成了先儒的註釋。在此成果之上所著的《章句集注》，先儒之說被編輯到朱子所統

一的註釋體系之中。

隆興元年 (1163) 朱子三十四歲時，採用二程及其門人、朋友數家之說，著作

了「補輯訂正」《論語要義》（《朱子文集》，卷 75，〈論語要義目錄序〉），進而刪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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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書，再合諸老先生之說，而著《論語訓蒙口義》（《朱子文集》，卷 75，〈論語訓蒙

口義序〉）；乾道八年 (1172) 四十三歲時，蒐集二程及九家之說，而著《論孟精義》

（後改稱《要義》）。承此諸儒之說，集成的成果在四十八歲時，《論孟集注》已大致

完成，而六十歲時《學庸章句》也已大致完成，而且也已經寫了序文。關於《學》、

《庸》的《章句》與《論》、《孟》的《集注》的不同，將在下一節來敘述。《集注》

大量採用諸儒之說，可謂與「集注」名符其實。

先儒之說的編輯與繼承，當然是根據祖述的傳統，但我們認為並不止於此而

已，在前面所說的「事事物物莫非天理」，存在現象本身有其價值，所以他有一種

想法，認為作為文化遺產的先儒之說裏面自有可以採用者。

大凡人文字皆不可忽。（《語類》，卷 68，第 73條）

莫據己見，便說前輩說得不是。（《語類》，卷 95，第 53條）

非若今人自看得不子細，只見於我意不合，便胡罵古人也。（《語類》，卷

20，第 116條）

大凡看人解經，雖一時有與經意稍遠，然其說底自是一說，自有用處，不可

廢也。（《語類》，卷 76，第 11條）

先儒的經書說，特別是在《四書》說中，北宋諸儒中二程最受重視，這從編纂先儒

之說而以二程為中心一事也可以知道。不限於經書說，朱子是北宋諸儒的最佳繼承

者。就本文的主題來說，雖然有點成為餘論，但是我想就「性」說來談談這一點。

關於人類學上的基礎範疇—「性」，朱子繼承程伊川的「性即理」說是眾所

周知的事。朱子說：「伊川『性即理也』，自孔、孟後，無人見得到此。亦是從古無

人敢如此道。」（《語類》，卷 59，第 45條）他從而對「性即理」說大為讚揚。

「性即理」是就本然之性、天地之性而言。但是，朱子全面地專用這個命題來

理解性論。一般認為他的性論是以「性即理」與另一個程明道所說的「性即氣，氣

即性」為兩個命題；後者是就氣質（肉體）的現實人性，亦即氣質之性而言。而結

合這兩個命題的就是「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程遺書》，

卷 6）。也就是說，朱子的性論以為，昏明閉塞、剛柔強弱等多樣的人性是由氣質

或氣質之性所構成的，而此人之所以成為人的原理依據，是被賦予了普遍的本然之

性（本源之性、天地之性），這被視為氣質之「性」，在作為倫理實踐方面，要把墮

落氣質之（本然之）性的作用恢復回本來的狀態，所以著重在陶冶氣質。因為，以

本然之性為倫理實踐的根據，所以第一個「性即理」的命題就成了性論的核心，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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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倫理實踐是就氣質的人類而言，所以是根據「氣質」之性與氣質之「性」（本然

之性）的「二」所構成的邏輯。這在前一節的論述中已經究明。因為如此地關注於

現實的人類，所以第二個命題雖然是從屬於第一個命題，卻也因而成了性論的另一

個支柱。

所謂的氣質之性是伊川或張橫渠的用語，朱子把「性即理」與「氣質之性」的

思想視為宋學獨有的學說。

孟子辨告子「生之謂性」，亦是說氣質之性。近世被濂溪拈掇出來，而橫渠、

二程始有「氣質之性」之說。（《語類》，卷 59，第 43條）

而朱子利用這「本然之性」、「氣質之性」的兩個概念，把以往的性說定位於相對的

位置。

朱子認為孔子所說的「性相近，習相遠」（《論語‧陽貨篇》）的「性」是「兼

氣質而言者也」（《集注》），認為是說中了氣質之性，且「唯上智與下愚不移」（《論

語‧陽貨篇》）也是根據氣質之性的發言（《語類》，卷 47，第 4條、第 9條）。他

還認為這個氣質之性的思想本身早在《書經》等書中可以看到，只是還不到明確地

概念化稱為氣質之性（「古人雖不曾說著，考之經典，卻有此意」〔《語類》，卷 59，

第 43條〕）。

他認為本然之性的思想來自於與告子論性的孟子。「性，孟子所言理，告子所

言氣」（《語類》，卷 59，第 6條）。由此承認了告子得氣質之性的相對價值。一旦

立於道統的觀念，告子被視為異端之說而完全被捨棄，但從性說的這個邏輯來說，

告子的氣質之說，雖是屬於相對的價值，卻是被承認的這件事是不可以被忽視的。

當然孟子的性善說相反地得到很高的評價，這是在所謂道統線上對孟子的定位，但

是朱子也說，如果只強調本然之性、性善的話，也會產生弊害：

孟子已見得性善，只就大本處理會，更不思量這下面善惡所由起處，有所謂

氣稟各不同。後人看不出，所以惹得許多善惡混底說來相炒。（《語類》，卷

59，第 44條）

所以他才說：「（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須如此兼

性與氣說，方盡此論。」（《語類》，卷 59，第 44條）亦即朱子認為究明了氣質與

性的「二而一」的性格的程子之說「較密」（《語類》，卷 59，第 44條）。又說：「到

周子、程子、張子，方始說到氣上。要之，須兼是（性與氣）二者言之方備。」（《語

類》，卷 59，第 4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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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孔、孟已經達到把握性的本質，但是並沒有明確指示出氣質之性、本然之

性的「二而一」的「性」概念（「從古無人敢如此道」）；相對於此，北宋諸儒、程

子們則有功於性說的明確化。朱子如下說道：

大抵前聖所說底，後人只管就裏面發得精細。如程子、橫渠所說，多有孔、

孟所未說底。伏羲畫卦，只就陰陽以下，孔子又就陰陽上發出太極，康節又

道：「須信畫前元有《易》。」濂溪〈太極圖〉又有許多詳備。（《語類》，卷

62，第 97條）

在此不止是看宋學發掘繼承孔、孟以來的道統而已，而是應該要注意有一種發展史

觀。由於性有兩個面向，以往的性說被定位於相對性。而把本然之性與氣質之性統

一地概念化後的程子之說，被置於頂點。

因此，在性說方面，朱子特別給二程很高的評價，而有意要繼承他們的學說。

但是就解經而言，也經常指出二程之缺點，如「明道說話，亦有說過處，……。伊

川較子細，說較無過，然亦有不可理會處」（《語類》，卷 93，第 59條）之類，不

少批判指出，其作為經書之說是有缺陷的。如先前所述，之所以會高度評價古註，

是因為在道學方面解釋不足之故，他在提到以古註作解釋很優秀之後，接著又說：

「今人解書，且圖要作文，又加辨說，百般生疑。故其文雖可讀，而經意殊遠。程

子《易傳》亦成作文，說了又說。」（《語類》，卷 11，第 116條）對於這些道學者

解經不滿的最大理由是，他們加上了隨意的作文、增加註釋篇幅的結果，致使其遠

離經旨。

今之談經者，往往有四者之病：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淺也，而鑿之使

深；本近也，而推之使遠；本明也，而必使至於晦，此今日談經之大患也。

（《語類》，卷 11，第 122條）

如此看來，若一方面要保持對先儒的批判意識，一方面又要祖述既成的經書說，則

可說朱子在面對經書，大概有祖述與批判兩種態度。

眾所周知，在《大學》方面，大幅地更改編次而作成《大學》新文本，更加上

〈補傳〉，作成「初學入德之門」。在此可以看到確立自我立場的批判精神；相對於

此，《中庸》只是作修改分節而已，直接使用舊文本。以常識性來尋求其中的理由，

可以說這是因為認為《中庸》沒有像《大學》般的錯簡。但是從下文可知，作成《大

學》新本的理由之一，是在於此書是沒有被先儒之手垢所汙染的新出之書。關於《中

庸》的編輯，朱子如下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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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是難說。緣前輩諸公說得多了，其間儘有差舛處，又不欲盡駁難他底，所

以難下手，不比《大學》都未曾有人說。（《語類》，卷 62，第 33條）

一般認為如果有以往的研究累積的話，將有助於問題的處理。但是在此卻是說既成

的學說少，比較容易作成《大學》新解釋、新文本；而《中庸》學說的累積反而造

成無視於此的《中庸》編輯困擾。可以知道在《學庸章句》的文本中，也反應出祖

述與批判的矛盾。

如上所述，朱子貫徹了既要根據祖述的傳統，而且又要保有批判主義、合理主

義的看法；雖然是要個別地註釋經文，但是又要統一理解經文的態度。在前一節已

經詳論過朱子學擁有以理氣為基礎範疇的統一體系。朱子對經書也有個別實證的觀

點，同時也有統一捕捉聖賢精神的觀點。如果是那樣的話，則這兩種觀點作為註釋

方法將會以什麼樣的形式出現？當然因應經文的形態，註釋也會有各式各樣的種

類，但是作為註釋方法而完成核心任務的，就是那表裏的觀點—「一而二，二而

一」的邏輯。這裏我要舉出《論》、《孟》最重要的觀念—「仁」的解釋，來看解

釋方法的特徵。

朱子關於仁概念，以《論孟集注》為資料而言，以說明「心之德，愛之理」或

是「愛之理，心之德」的內容為多。這種說明作為朱子的仁的概念縱然是正確的，

但作為根據朱子《論》、《孟》的仁解釋的說明，卻不見得有說服力。在此我們深入

《集注》來探討。

在《論孟集注》隨著時地而有多樣性的仁的例子，其中就有十幾例，或直接下

定義、或以定義為前提而論述。列舉如下：

1. 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論語‧學而篇》「其為人也孝弟」章）

2. 本心之德亡矣。（〈學而篇〉「巧言令色」章）

3. 仁者，心之德。（〈雍也篇〉「回也其心三月」章）

4. 仁以理言。（〈雍也篇〉「如有博施於民」章）

5. 仁，則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也。（〈述而篇〉「志於道」章）

6. 仁者，心之德。（〈述而篇〉「仁遠乎哉」章）

7. 仁，則心德之全而人道之備也。（〈述而篇〉「若聖與仁」章）

8. 仁者，人心之全德。（〈泰伯篇〉「士不可以不弘毅」章）

9. 仁者，本心之全德。（〈顏淵篇〉「顏淵問仁」章）

10. 心德全。（〈顏淵篇〉「仲弓問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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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愛人，仁之施。（〈顏淵篇〉「樊遲問仁」章）

12. 不咈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微子篇〉「微子去之」章）

13.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孟子‧梁惠王上篇》首章）

14.  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在人則為本心全體之德。（〈公孫丑上篇〉「矢人」

章）

15. 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事親。（〈離婁上篇〉「仁之實」章）

16. 仁者，心之德。（〈告子上篇〉「仁人心也」章）

17. 仁者，人之所以為人之理也。（〈盡心下篇〉「仁也者」章）

對朱子而言，天理宿於心為性（心之德），但是在現實人間，天理的作用因人欲（私

欲）而被遮蔽，所以要以「存天理，去人欲」作為實踐課題。在仁的解釋，以仁為

「心之德」，要是除去私欲的話，就可以完全發揮仁之德。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

《論》、《孟》的仁說已經指出了這天理人欲重疊論。在第五例很明顯地指出這一點，

而在第四例的引文之後也說：「有以勝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

但是，仁、義、禮、智、信的五常之中，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含

其他四者，這是程伊川想出來的（《易傳‧乾卦註》）。朱子繼承了此說，也認為除

了信之外的仁、義、禮、智四德，偏言的仁是一事，而專言則包含四德。以仁、

義、禮、智而言，與義、禮、智並置的仁是偏言的仁，這叫作「愛之理」。包含義、 

禮、智的仁是專言的仁，這叫作「心之德」。亦即朱子認為謂之仁、義、禮、智的

人之德性是以仁為代表，所以仁是「心之德」，但是細分的話，「心之德」叫作「愛

之理」。「『愛之理』，是『偏言則一事』；『心之德』，是『專言則包四者』（《易傳》）。

故合而言之，則四者皆心之德，而仁為之主；分而言之，則仁是愛之理，義是宜之

理，禮是恭敬、辭遜之理，知是分別是非之理也」（《語類》，卷 20，第 103條）。

與例一有關的討論，可見如下：

問：①「孝弟為仁之本」，此是專言之仁？偏言之仁？

曰：此方是偏言之仁，然二者亦都相關。說著偏言底，專言底便在裏面；說專言

底，則偏言底便在裏面。雖是相關，又要看得界限分明。如此章所言，只是從愛

上說。②如云「惻隱之心仁之端」，正是此類。

至於說③「克己復禮為仁」，④「仁者其言也訒」，「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

⑤「仁，人心也」，此是說專言之仁，又自不同。然雖說專言之仁，所謂偏言之

仁亦在裏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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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此便是都相關說，又要人自看得界限分明。

（《語類》，卷 20，第 83條）

（附記）

②是《孟子‧公孫丑上篇》第六章開頭的「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中的一節，《集注》

的開頭有「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所以人

皆有不忍人之心也」，這也與第十三例的定義有關，只是因為不是直接定義仁的

句子，所以這樣的例子並不包含在所舉的例子中。在上面的引用文中①②是被視

為偏言的例子。

關於被視為偏言的例子的④⑤，在《集注》中沒有與定義有關的記述。

其他舉例中的第二與第九例也指出是為專言的例子。（《語類》，卷 95，第 8 條）

因為專言的仁的定義是「心之德」，所以第二、三、五、六、七、八、九、十、

十六等例子顯然是被視為專言的仁。但是這些作為專言的仁的說明，被冠以「本

心」、「全德」等形容詞是為什麼呢？從這裏來說，第九例的「本心之全德」可以說

是最慬慎的、重要的定義。這也可以換說成第十四例的「本心全體之德」。當然第

九（③）例〈顏淵篇〉首章經文「克己復禮為仁」在以「去人欲，存天理」為一大

倫理實踐綱領的朱子學中，因其為此綱領的經書論據，故被視為極其重要的一章。

又當現今論者如對症下藥般地定義出各種各樣《論語》仁的說法之際，從最重視的

文章也可以知道是以包括的形式來說仁。朱子也承認與「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篇》）的仁比較的話，更有包含的語義（《語類》，卷

33）。由此可以說，就此仁而言，在所謂的「本心之全德」上放置了最重的比重。

果真如此的話，則可以知道，「本心」、「全德」的形容詞是表現對應各個仁的例子

的語氣。不過在此之前，經文與註釋文不密切，註釋的形容詞加在各個的經文之

上，極端地說，或許會產生是否為隨便加上去的疑問。但是正如將在下一節所述

般，看到朱子自負於自己的《集注》是不許增減一字的完美作品，不得不想到連形

容詞都要細心地注意。又，第十三例是根據此包含性的仁的定義，以《四書》之順

序，接在《論語》之後，論《孟子》的仁。

就以上可知，在《論》、《孟》中專言的仁有「心之德」→「本心之德」或者「心

之全德」→「本心之全德」的微妙差別，而最重要的、包含性的是第七、十四例的

仁。雖然朱子祖述了以專言的仁為「心之德」的程子定義，但這並非一成不變地適

用於經文，而應該考慮到例子的多樣性，再進行註釋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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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偏言的仁是「愛之理」。因為在《語類》（卷 13，第 76條）的質疑中

可以知道，他認為第四例的經文是在說「愛之理」，所以《集注》「仁以理言」的「理」

是「愛之理」的意思。又，因為是在說仁的具體內容，所以到現在仍為人所重視的

第十一例，朱子為孔子的這句「愛人」註以「仁之施」是值得注意的。他是否已經

注意到這個註如果作為偏言的仁是抽象的話，將被稱為「愛之理」的道德性；但是

如果這是作為具體行動的表達的話，就成了「愛人」的實踐呢？亦即他認為所謂「仁

之施」是就「愛之理」的「體」顯現於外時的「用」而言。第十五例的「仁主於愛」

的註可以認為也是同樣的內容。體與用作為表裏是仁的兩端。這裏可以看到他既要

順著所謂「愛之理」的統一定義，同時也要成就個別的經旨的態度。這毋庸置疑是

證實了「一而二，二而一」的邏輯。

上述的引文中提到，在經文中說偏言的仁時，專言的仁在其中；說專言的仁

時，偏言的仁在其中。也就是說，經文的仁有偏言（專言）、專言（偏言）的語義，

偏言、專言經常變成表裏。這在註釋上用以下的形式表現出來。

第一例的「愛之理，心之德」是把此仁解釋為偏言的仁。確實經文是說：「孝

悌為仁之本。」所以在朱子看來，可以解釋為，就「愛之理」（這裏是其發用）的

孝悌而言「心之德」。亦即雖然「愛之理」出現在前面，但是在其背後有「心之德」。

由此而定義為「愛之理，心之德」。同樣地第十三例是孟子對梁惠王說，王者透過

具備基於仁義的道德可以實現富國強兵，所以此仁是「心之德」，但因為謂之仁義

而與義對稱，所以「愛之理」在其背後。由此而定義為「心之德，愛之理」。這兩

例各自是在《論》、《孟》的開頭，此外，因為在那背面的語義比較明確地顯示出來，

所以也把背面的意義表現在註釋的文字上，而成了一邊是「心之德，愛之理」，而

另一邊是「愛之理，心之德」。各自的前句是表面意義，而後句則是背面意義。其

他說「心之德」的例子，背面也都隱藏著「愛之理」，只是不太明顯而已，所以註

釋上只以「心之德」表之。亦即仁的多樣性例子可以認為有，心之德—心之德愛

之理（以上專言）—愛之理心之德—愛之理（以上偏言）的振幅，而把它表現

在註釋上。進而如所論述的那樣冠上形容詞，以表現各個用法的微妙語感。

如此看來，經文的仁，雖然在《論孟集注》祖述程子的定義，卻不是一成不變

地適用，而是就多樣的例子個別地把握，而且可以說作為一個仁的多樣性，統一地

被解釋著。這個既個別的而且又統一的解釋方法，很明顯就是表裏的觀點，即「一

而二，二而一」的邏輯。在此，如果也包括第一節所見，解釋忠信的任何一方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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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文時，作為表裏，另一方也一定被隱藏而言的話，可以說這個「一而二，二而

一」的邏輯是朱子解經方法的核心。而透過一說之中賦予表裏的雙重內容，仁成為

心之德、愛之理的深奧概念，於是透過朱子詳細的解釋，經書變成了新的儒教哲學

思想書。

仁另外有第十四例「仁者天地生物之心」的定義。天地生生的功能＝德把自然

與人類一貫起來，而賦予人類，成為心之德。亦即把仁視為自然與人類共同的存在

性格，這可以說是根據在程明道等顯著可見的生生哲學的想法。第十四例《孟子》

經文有「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站在天人合一觀點上而言，這可以視為

把《論語》中作為人類道德的仁當作宇宙論的擴大，而擁有能夠與生生哲學結合的

內容。朱子之所以會在《章句》中把《中庸》的經文「脩道以仁」註釋為「仁者，

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也是因為在此哲學的分界之故。作為人類道德的

仁，從《論語》到《孟子》，進而從《孟子》到《中庸》，被擴大成統合宇宙與人類

的概念。如果要問朱子此事的話，他大概還是會說在於表裏的關係吧！開始於「初

學入德之門」的《大學》，一度進到了聖賢日常世界的《論》、《孟》，進而到達哲理

之書的《中庸》，這樣的《四書》學習途徑，也是從作為人類道德的仁晉升為宇宙

人類哲學的仁的途徑。《四書》因朱子哲學而被賦予思想性，因此，新的經書世界

於焉誕生。

四、四書學的構想

朱子把他一半以上的生涯精力奉獻給了經學，而他的經學中絕大部分是四書

學。《朱子語類》一百四十卷中有五十一卷是分給《四書》的，而且《論語精義》

十卷、《孟子精義》十四卷、《中庸輯略》二卷等先儒之說的輯錄、《四書或問》

三十九卷、《四書章句集注》十九卷等，只舉專論就已經有龐大的數量了。透過這

些工作，確立了《四書》作為擁有體系化內容的經典地位。在取代了以往的五經學，

而把四書學置於學問的核心的這件事上，我們可以看出怎樣的意義呢？我先舉出

《四書》這個稱呼的問題吧！

把《禮記》中的〈大學篇〉、〈中庸篇〉獨立成一書是在宋代，雖然這已是常識，

但此二書與《論》、《孟》合稱《四書》，而成固有名詞的稱呼是甚麼時候？關於這

一點，清代的翟灝說：雖然朱子經常把《四書》二字掛在嘴上說，但是並不用於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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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學》、《論》、《孟》、《庸》的總稱，確立《四書》為書名是元代以降
8
。之後藤

塚鄰《論語總說》
9
、近年市川安司〈四書的順序及其意義〉

10
等各自重新從不同於

翟灝的觀點加以論述，而得到同樣的結果。

《四書》的名稱作為代替《學》、《論》、《孟》、《庸》的固有名詞而得到共識，

的確是需要等到朱子學普及，朱子學的學習法一般化之後。因此，元代中期朱子學

被學校所採用，在延祐二年 (1315)所實施的科舉以《學》、《論》、《孟》、《庸》為

科目一事之後，是毫無疑議的。

因此，元代以降《四書》的書名得到共識，朱子及後學把這《四書》當作一獨

立的經典來看，加以研究、討論、傳承時，避開列舉四種書名的繁雜，而用《四書》

的簡稱是妥當的。在第一節所引用朱子的話中也提到：「某自丱讀《四書》，甚辛

苦。」因此從四書學史的觀點來說，可說朱子早已把《四書》當作獨立的經典，而

實質上形成了四書學。此後，在其門人後學的文章中也多見「四書」這個語彙，並

且還有《四書》的註釋集成陸續完成。從宋末的周密《志雅堂雜鈔》卷上引〈道學

批判〉一文中有「其所讀之書止《四書》、《近思錄》、《通書》、《太極圖》、〈西銘〉、

及《語錄》之類」，「為州，為縣，為監司，必須建立書院或道統諸賢之祠，或刊注

《四書》，衍緝《近思錄》等文」，因此可知在宋末，一般人已視道學朱子學派是根

據《四書》的思想集團。

朱子認為要從「初學入德之門」的《大學》開始，依照《學》、《論》、《孟》、《庸》

的順序來學習《四書》。在市川的論文裏，詳論了這個順序是從易到難的階段。〈書

臨漳所刊四子後〉（《文集》，卷 82）中說：先學《四書》，後及《五經》（六經），也

是依其難易、遠近、大小之順而定的。

此處的問題在於朱子如何定位《四書》與《五經》？他認為把《四書》當作是

易近、近小，把《五經》（六經）說成是難遠、遠大，所以從《四書》到《五經》

是從低層次到高層次的向上過程，不難看出他把《五經》定位於《四書》之上。事

實上朱子的確有說過那樣的話。

在宋學以前，的確以《五經》為學問的核心，相對地，因為朱子看重《四書》，

8	
〔清〕翟灝：《四書考異‧合四書》（臺北：藝文印書館，1959年），總考卷 25。

9	
藤塚鄰：《論語總說》（東京：弘文堂，1952年）。

10 市川安司：〈四書的順序及其意義〉，《二松學舍大學東洋學研究所集刊》（東京：二松學舍大學東
洋學研究所，1972年），頁 4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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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用四書學取代五經學而成為學問的核心。但是必須注意的是：朱子並沒有只採

用《四書》而放棄《五經》。《朱子語類》共計分配五十一卷給《四書》，之後分配

二十八卷給《五經》，除了完成《周易本義》、《詩集傳》等之外，努力地繼續研究《書

經》、《春秋》、《儀禮》等的《五經》，也有人肯定他在邁向晚年時，反而置重點於《五

經》的研究。朱子之所以說先學《四書》，確實是考慮到難易的問題。他說：「《語》、

《孟》、《中庸》、《大學》是熟飯，看其它經，是打禾為飯。」（《語類》，卷 19，第 6

條）因為《五經》要入口咀嚼之前，需要很多作業程序，所以說：「《語》、《孟》工

夫少，得效多；六經工夫多，得效少。」（《語類》，卷 19，第 1條）

雖說是遠大，但也並非不學《五經》學問就停留在初級的階段，而是承認其價

值，同時有如「敬而遠之」般地把它置之於高閣；反之，重新把《四書》置於核心

地位。正因將焦點放在《四書》，所以《五經》實質上被定位為《四書》的補充。

下文的敘述可以得知，《四書》本身自成一個完整的學問世界。在此立足於「述而

不作」的祖述傳統，因此把經書的權威視為一個整體，同時也選出適合自己思想立

場的經典，而以此為依據，如實地呈現出中國思想繼承的情形。

如此看來，則建立從《四書》到《五經》的階段，而且視《四書》為完整的學

問世界的朱子學是「四書五經學」，同時可以說其實質上的核心是在四書學。

朱子因為需要得到學說的根據，所以傾注於《四書》的讀解，著作了註釋的《章

句集注》。在前一節引用了敘說與《大學》比較之下，研究《中庸》是較難的文章；

但與此相反，朱子說：「某於《大學》用工甚多。溫公作《通鑑》，言：『臣平生精力，

盡在此書。』某於《大學》亦然。」也說過「《論》、《孟》、《中庸》，卻不費力」（《語

類》，卷 14，第 51條），關於《論》、《孟》，他極為強調那是他有自信之作：「某《語

孟集注》，添一字不得，減一字不得，公子細看。……不多一箇字，不少一箇字。」

（《語類》，卷 19，第 59條）雖然是隨著時空而說法不一樣，但總之，《四書章句集

注》是朱子傾注「平生精力」的作品。

據說《四書》的學習順序是《學》、《論》、《孟》、《庸》。

蓋不先乎《大學》，無以提挈綱領，而盡《論》、《孟》之精微；不參之《論》、

《孟》，無以融貫會通，而極《中庸》之歸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

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大學或問》）

可知朱子是如此認為：首先透過「初學入德之門」的《大學》而知學問綱領；依據

《論》、《孟》而知聖賢「因一時一事而發」，「應機接物之微言」（《大學或問》）；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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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融會貫通，傳授「孔門傳授之法」（〈中庸章句序〉），回歸「聖門傳授極致之言」

（《大學或問》）的《中庸》。關於《四書》順序的記述隨處可見，但以上是其大綱。

也就是說透過新完成的「大學新本」，而知聖人學問的方向與內容的要點，一度依

據《論》、《孟》而進入聖人的具體說教，進而到了直述道德的哲理書《中庸》，而

得到普遍性的真理。

《中庸》是「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

之則退藏於密』」（〈中庸章句小引〉）的哲理書，「尤非後學之所易得而聞者」（《大

學或問》）。因為是具有深度的內容，所以「須是且著力去看《大學》，又著力去看《論

語》，又著力去看《孟子》」，其後才可以讀，又說：「看得三書了，這《中庸》半截

都了。」（《語類》，卷 62，第 4條）這是說《四書》的內容有重複，《中庸》的大

半在其他三書中都已經有了。在第二節看到了《中庸》的語義，庸被定義為「平常」，

但是就《四書》而言，是否想到了在《論》、《孟》的聖賢日常言動上，背面有《中

庸》所說的哲理呢？因為我認為《四書》是有機性的。

就以上而言，始於學問的入門，依從形而下的多樣性，而且同時想要得到形而

上的一理的朱子學問，在《四書》的世界已經是足夠的了。在此，《五經》早已只

是被看作補充的地位而已。朱子的四書學本身自成一個完整的學問體系。在此可以

得知，對五經學而言，取而代之的朱子四書學，在經學史上，或是儒教教理史上的

意義。

接下來要探討《四書》個別的註釋態度。《學》、《庸》的註釋取名為《章句》，

而《論》、《孟》的註釋取名為《集注》。這兩者名稱本身都有先例，但是這名稱的

不同，表現出其註釋態度也明顯的不一樣。

在《大學章句》開頭的地方，除了引程子之語、取程子之意附加〈補傳〉之外，

在語義音註方面，只引用些許先儒之說而已。《中庸章句》與之比較，註釋中也有

引數例先儒之說，但是與《集注》一比，幾乎不能成為問題。亦即兩《章句》有依

據朱子的自說而註釋的特徵。相對於此，《集注》，特別是《論語集注》引用多數的

先儒之說，甚至偶有嘮叨。有幾個地方看似把註釋的事委託給先儒，而自己始終只

做調整的工作。《集注》之名大概是來自於此。他如下地說明，引用先儒之說的理

由。

或問：「《集注》有兩存者，何者為長？」

曰：「使某見得長底時，豈復存其短底？只為是二說皆通，故并存之。然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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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說合得聖人之本意，但不可知爾。」復曰：「大率兩說，前一說勝。」（《語

類》，卷 19，第 66條）

大率意義長者錄在前，有當知而未甚穩者錄在後。（《語類》，卷 25，第 3條）

由此可見，併記異說雖然有各種的情況，但前說則是比較好的說法。《集注》在註

釋之後附有○的圓圈，甚至有記載眾說的例子，一般稱圓圈之前的為圈內說，圓圈

之後的為圈外說（全祖望說圈內圈外說的說法，是明、清講章家所言〔《宋元學案‧

勉齋學案》〕）。於是就成了圈內說比較好，而圈外說則是參考之說。除了這樣說註

文前後有優劣的差別之外，也有前後註釋內容不同的情形。

《集注》中有兩說相似而少異者，亦要相資。有說全別者，是未定也。（《語

類》，卷 19，第 65條）

在第一節所見的〈子游曰〉章圈內根據自說敷衍經旨，圈外載有程子五條，這可以

視為此大旨與餘論，或正說與補說的例子。由此可知（〈子游曰〉章程子第一條與

自說一致，所以其他四條則是餘論），這兩說是處於表裏的關係。

《集注》記載了許多先儒之說，在此祖述的精神被有效地運用。在《論語‧子

張篇》「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集注》說：

①肆，謂官府造作之處。致，極也。工不居肆，則遷於異物而業不精。君子

不學，則奪於外誘而志不篤。

②尹氏曰：「學所以致其道也。百工居肆，必務成其事。君子之於學，可不

知所務哉？」

愚按：二說相須，其義始備。

作為經文的解釋，如果參照《語類》（卷 49，第 29條），則①是把重點放在前半的「居

肆」、「學」，工人居肆，則做得成事情，若不居肆，則做不成事情。同樣地，君子

若學則可以致道，不學，則不能致道。②是把重點放在後半，居肆一定要完成其

事，學一定要致其道。這樣把重點各自放在前半、後半的兩種解釋，如果說只用一

說不充分，而要結合二說的話，以朱子的能力，自己作出完整的解釋，應該是很容

易的事，如此一來，根本沒有列記二說的必要。但他不敢如此，而只記述在尹氏之

說不足的部分加以補充，這顯示出他尊重先儒之說的態度（「此二說要合為一，又

不欲揜先輩之名，故姑載尹氏之本文。」〔《語類》，卷 49，第 30條〕）。在此若將

這兩個學說視為表裏，則可以得知所謂結合這兩說的關鍵在於，這兩說是表裏的關

係。經文的旨意只有一個，但透過表裏的二說加以論說，而歸著於一。在此也可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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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二而一，一而二」的邏輯。由於使用這個邏輯，所以《集注》雖然採用了很多

先儒之說，但同時也成為了朱子自己統一的註釋。

如上所述，始於以自說解釋的《大學章句》，一轉大幅地採用先儒之說，容許

這解釋的振幅的同時，達於要究明多樣的、聖賢日常的《論孟集注》。與《論語集注》

比較，到《孟子集注》（雖然也有少用先儒之說的情況），架橋渡過先儒之說的引用

變得較少，註釋也變得簡潔，只說一理的《中庸》。最後到了《中庸章句》，與最初

的一樣，是根據自說來究明聖賢的傳授「心法」。《四書》的註釋，恰似與《中庸》

的構成相同，始於一理，散為萬事，又合於一理，始於單一，及於多歧，再度收歛

於單一。朱子的四書學透過其《四書》觀、註釋態度、註釋方法，可以說是擁有一

貫體系的完整的學問。

朱子的《章句集注》與他的思想構造緊密地結合在一起，是一個完整的解釋體

系。《四書》因朱子而得以確立經書的地位，於是形成四書學。

朱子歿後不久，以朱子為對象的偽學之禁解除了，朱子學滲透到南宋以降。進

入元朝，也傳播到北中國，為王朝的文教政策所採用，演變成學校、科舉都根據朱

子學理念，加以運用。伴隨著朱子學在社會地位的提升，篤實的朱子學者輩出，

《章句集注》得到幾乎與經書同等重要的權威，成了金科玉律。但是儘管如此，所

謂出奇忠實的追隨者反而會產生思想形式化，這種思想史的諷刺現實也在此出現，

不久，朱子學的形式化現象擴而大之。被視為不許一字增減的《章句集注》在遵奉

朱子之說的美名下，從《或問》、《語類》等抽出《四書》說加以增補。甚至添加了

門下後學之說的註釋集成書也出籠了。這種作業在明朝永樂年間《四書》、《五經》、

《性理》等三《大全》的完成達於最高潮。《四書大全》在《章句集注》中添加很多

學說，施以厚厚的濃粧，幾乎達到了面目全非的地步。但是這個壁壘只會更加地促

使朱子學《四書》說的形式化。在此情況下，早從南宋時，既已潛藏在伏流而針對

朱子《四書》說的批判意識，即將顯現出來。而以時代思想課題為背景的新四書學

於焉誕生。


